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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利国家变迁看社会政策的工具性作用

房莉杰

提要：本文通过回顾福利国家的变迁，试图呈现作为工具的社会政策是
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平等的。 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福利国家模式”
之所以成功是因其劳动力“去商品化”的政策内核很好地应对了当时经济增
长与社会平等的“共同利益”。 然而，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在新形势下，福利
国家劳动力“去商品化”策略失效，这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无法促进社
会平等。 而新形势下经济与社会的“共同利益”，要求社会政策向劳动力的
“再商品化”转型。 这一转型趋势不可逆转，但其中也蕴含着自由主义与全
球化的威胁。

关键词：去商品化　 再商品化　 社会投资型战略

引　 言

自 ２１ 世纪初“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确立以来，
我国社会政策发展迅速，学界认为，中国由此进入“社会政策时代”（王
思斌，２００４），具体表现为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的责任日益加大、财政

对社会福利的投入逐年增加。 不过，２００８ 年以来的福利国家危机，在
我国也引发了关于福利水平的讨论。 例如，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亚投

行行长金立群、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以及经济学家樊纲、茅于轼等将

欧债危机和福利国家竞争力下降解读为高福利所致。 再加上我国正面

临“未富先老”“经济新常态”等挑战和制约，因而主张我国的社会福利

应该量入为出、警惕“高福利陷阱”的说法不绝于耳。 围绕中国未来社

会福利水平的高低问题也进一步引发了广泛争论。 这一争论隐含着以

下两个片面的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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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福利支出水平作为分析福利制度的唯一维度。 实际上，埃
斯平－安德森（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０：１９ － ２０）在提出福利国家的三种

体制时就指出，传统的福利国家比较研究认为，社会支出足以反映各个

国家对于福利的承诺。 这种观点忽视了福利支出中的结构问题，而不

同的支出结构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福利支出的效率，因此福利支出

产生的效果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 根据米什拉（２００３）对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英美改革的回顾，恰是因为自由主义取向的改革造成了更为

严重的失业问题，导致失业救济金大幅增长，改革期间两国的福利支出

并没有明显下降，改革无论在控制费用上还是缩小不平等差距方面都

是失败的。 安和金（Ａｈｎ ＆ Ｋｉｍ，２０１５）对 １５ 个经合组织国家（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７ 年）社会福利支出结构的研究也证明，尽管福利国家承担的角色

越多，越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社会服务支出在福利支出结构中

的占比越高，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贡献也会越大。 因此，传统的、建立

在福利支出总额基础上的“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二元对立

已经过时，经济增长与福利支出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片面降低福

利待遇反而有可能造成更高的福利支出，并因此使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基于过去 ２０ 年的研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福利支出的结构更加合

理，而其背后的理念是对于福利需求的准确判断和有效应对。
二是关于福利水平高低的讨论只聚焦于经济层面，甚至是财政层

面，忽视了社会维度。 诚然，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福利

国家建设既有赖于经济发展，也可以推动可持续的经济繁荣。 但社会

政策存在的首要价值不在于经济领域，而在于社会领域，更在于两者的

协调。 从波兰尼（２００７）的论述出发，由国家承担主要责任的社会福利

根源于社会对于自发调节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反向运动”。 具体

而言，在马歇尔看来，建立在社会权（ｓｏｃ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基础上的社会政策，
是对民权（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主要是经济权）的限制和补充（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９５０）。
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政策是用来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平等之间张

力的工具。 从福利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其“黄金时代”被认为是繁

荣与平等完美结合的时期；而经历了过往 ４０ 年的困境，对福利国家模

式的质疑关注的也正是该模式是否还能两者兼顾（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６）。

基于以上两点，本文以波兰尼的“反向运动”和马歇尔的“社会权”
作为理论前提，主要从经济与社会平衡互动的角度回顾福利国家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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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困境和转型的过程，梳理社会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社会

背景下的模式和效果，探寻作为实现经济繁荣与社会平等的工具。 通

过对福利国家的分析，希望对我国目前的相关争论做一回应，并对我国

社会政策的规划和决策有所启发。

一、分析框架：作为“反向运动”工具的社会政策

如波兰尼所言，在 １９ 世纪之前，人类经济都是嵌入在社会中的。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它试图“脱嵌”于社会，这导

致了社会关系和社会团结的瓦解，给社会成员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风险

并导致贫富分化。 因此波兰尼强调，应该由国家承担起“反向运动”的
责任，主动“保卫社会”，而其主要路径之一即是社会保障、劳动保护、
教育和就业培训等社会政策。 然而，波兰尼的“反向运动”并非完全否

定市场，而是认为一个不受约束的自我调节的市场，不仅会对社会造成

破坏，最终也会自取灭亡，对社会的保护，本身也是对经济的保护（波
兰尼，２００７）。 因此，社会政策的动力就来源于社会对于防止自由市场

经济“脱嵌”的“反向运动”，而它的目标就是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

展。 在很多情况下，社会政策都是决策者主动调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

工具。
在工业化社会，当生存的风险超出了家庭的保障范围，国家就会介

入提供经济保护，社会政策由此产生。 社会政策一般被认为是“影响

国民福利的国家行为”（希尔，２００３：１）。 而“社会福利”则被视为实现

“社会福祉”的手段，即前者是一系列的社会安排，而后者是社会成员

生活幸福的一种状态（迪安，２００９：２）。 从这个角度说，社会政策的作

用首先是个人层面的，其最基本的定义与满足人的需求有关。 的确，从
社会政策的领域看，无论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社会保障及就业，还是

现金福利和社会服务，最终都要提供给个人或家庭。 与此同时还应注

意到，从微观上升到宏观，个人的需求实际上是特定的经济与社会因素

在微观层面的体现，那么反过来，社会政策对个人需求的应对自然也影

响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首先看社会政策在社会维度上的工具性作用。 社会政策的“社会

性”体现在其对社会平等和社会团结的促进上。 社会政策首先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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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市场初次分配造成的不平等 （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９９）。 马歇尔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１９５０）在其社会权和社会阶级的分析中认为，社会权缩小了收入差距，
将不平等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从而缩小了阶级差距；除此之

外，平等的社会权的延伸，也促进了共同文化和共同经验向不同群体的

延伸，在此基础上，社会团结得以提升。 社会平等和社会团结又进一步

与社会稳定相关（Ｓｔｒｅｅｃｋ， ２００１）。 福利国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

工人阶级迫使资产阶级做出的让步（Ｂｏｔｔｏｍｏｒｅ，１９９２）。 而我们今天看

到的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是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和妥协的结果。 从

欧洲福利制度发展的历史看，社会政策在实践中往往被用于缓解贫富

分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Ｂａｌｄｗｉｎ，１９９０）。 因此从社会维度看，社会政

策在本质上是一种阶层妥协，它的作用机制在于通过调节阶级 ／阶层关

系，提高一个社会的平等和团结程度，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稳定。
其次，理解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工具性作用。 社会政策为市场

经济的发展营造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诸如教育、医疗以及就业培训

等外部性强的公共服务，其本身就是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有直接的促

进作用（希尔，２００３；考夫曼，２００４）；而从凯恩斯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国
家对于福利的积极干预有助于增加社会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从而有助

于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进而实现宏观经济

的均衡发展（凯恩斯，１９８３）。
然而，正如马歇尔所分析的，社会权尽管是应民权的长远需求而诞

生的，但是社会权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冲突是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９５０）。 具体时期的社会政策只是尽力维持着一时的平衡，
不恰当的“反向运动”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进而动摇社会权的经济

基础。 因此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张力角度看，社会政策的收入再分配

作用既要符合社会的正义原则，又要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即要对

经济发展发挥积极的投资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社会政策可以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具———

经济维度要求它促进经济发展，而社会维度要求它纠正市场经济带来

的不平等问题。 然而这两个维度并非彼此孤立，两者既有共同利益，也
存在张力。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社会政策的“合法性”来自于它是否能够

找到两者的共同利益、化解张力，从而使两者有效平衡。 如图 １ 所示。
正如希尔（２００３）所言，国家更多地卷入社会福利可以与工业化社

会的发展及其以后的成熟抑或衰落联系起来。 因此，理解福利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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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本文的分析框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平衡工具的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必须将其置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转型背景下。
下文将首先分析，在福利国家的工业化阶段，社会维度和经济维度的平

衡发展对社会政策提出了什么要求。 然后，进一步观察社会政策的

“福利国家模式”是如何平衡这两个维度的要求，从而获得了“合法

性”，使福利国家进入黄金发展期。 最后，本文将分析在福利国家危机

阶段，宏观环境如何在经济与社会维度上引起巨变，使得原有的社会政

策模式无法实现两者的平衡，从而丧失其“合法性”。

二、“福利国家”模式的起源与发展：劳动力的去商品化

１６０１ 年的《伊丽莎白济贫法》被认为是全球最早的社会政策，但是

真正系统化的国家干预被普遍认为是在 １９ 世纪下半期与工业化的成

熟相伴而来的。 其后，“福利国家模式”在二战之后走向成熟，并扩展

到所有发达国家。

（一）工业化时期对社会政策的要求

１８ － １９ 世纪，工业革命自英国始，之后席卷美、法、德、俄等国。 工

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起点，它以较大规模的工厂代替小规模的

手工作坊，在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上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波兰尼

（２００７）认为，１９ 世纪西方文明的源泉是“自我调节的市场”，其他制度

都是这一源泉的附属品。 从 １９ 世纪下半期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这一时

期是工业化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不断

渗透的时期，由这两者决定的宏观环境对社会政策产生了如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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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维度上，工业化造就了两个庞大的对立阶级———资产阶级

和无产阶级。 在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伴随着不断为自己争取

权利的斗争。 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造成了劳动力

的“商品化”（马克思，２００６），因此产业工人争取权利的核心也就是使

劳动力最大程度地“去商品化”。① 二战后，这也成为普遍“社会权”的
核心内容（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９５０）。 除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压力，欧美国家还受

到外在的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吉登斯，２０００），这使得对劳动力

“去商品化”的诉求程度提高。 所谓劳动力的“去商品化”水平，是用来

衡量离开市场的劳动力在多大程度上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生活水准

（Ｅｓｐ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０：３８）。 它主要是通过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社会

保障实现，比如失业保险、养老金、工伤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 而对劳

动力“去商品化”诉求的高涨，反映在社会政策上，即要求社会保障水

平的相应提高。
在经济维度上，工业化时期个体所面临的主要经济风险来自于资

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劳动力商品化时代，当人们因任何原因而

不能有效参与劳动力市场时，都会由于没有收入而无法生存，这时就需

要社会保障作为人力资源的“蓄水池”，以保证在经济复苏、对劳动力

需求增加的时候，有充足的、健康的劳动力提供（迪安，２００９）。 此外，
在二战之后，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更加重要的手

段（Ｔａｙｌｏｒ⁃Ｇｏｏｂｙ，２００４）。 由此可以看出，通过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实
现劳动力的一定程度的“去商品化”，也是工业化时期的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简言之，这一时期主要受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与

日益成熟的影响，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对社会政策的共同要求在于，通
过社会保障实现一定程度的劳动力的“去商品化”。

（二）工业化时期的社会政策回应：以现金福利体现的收入再分配

应对上述经济与社会维度的要求，工业社会初期的社会政策模式

主要是针对产业工人的劳动保障。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德国俾斯麦政府

率先推出面向产业工人的社会保险制度，实施最低工资等有利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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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社会改良，以此作为安抚工人阶级的社会控制手段，同时通过劳动

保障确保健康劳动力的持续供给。 之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至 ２０ 世纪

初期，欧洲工业化国家普遍建立了以保障“劳动者”为主的社会保险。
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社会政策的合法性来源于它对工业化初期资本主义

经济的推动和阶级矛盾的调和。 正如迪安（２００９：２２）所言，这一阶段

社会福利关注的“主要不是人类福祉的提升，而是工业资本主义的

需求”。
从二战结束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被普遍认为是社会福利的“黄

金年代”，欧洲国家普遍建立了“凯恩斯－贝弗里奇”或“凯恩斯－俾斯

麦”式的“福利国家”制度———政府管理经济，促进完全就业，并组织社

会来满足市场和家庭不能满足的需要（Ｔａｙｌｏｒ⁃Ｇｏｏｂｙ，２００４）。 原本为特

殊群体（产业工人）和弱势群体而设计的福利计划开始变革，福利对象

和福利内容逐渐放宽甚至达到广泛覆盖；与此同时，福利水平也从最低

生存补助提升到符合合理的生活标准所需（Ｇｉｌｂｅｒｔ ＆ Ｔｅｒｒｅｌｌ， ２００４）。
从福利内容上看，这一阶段的福利仍主要是为应付工业化的社会

需求而产生的，它的主要任务是满足市场不能充分满足的那部分“收
入中断”时期的需要，比如针对失业者、退休者、残疾人、儿童的收入保

障（Ｔａｙｌｏｒ⁃Ｇｏｏｂｙ，２００４）。 所以，这一阶段的福利内容主要是以收入保

障为主的“现金福利” （与“福利服务”相对），同时亦强调由国家承担

福利筹资的主要责任（李秉勤等，２０１１）。 如表 １ 所示，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初期到 ７０ 年代中期，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费率普遍有明显上升。

　 表 １ 　 　 部分经合组织国家的社会福利费率（１９６０ －１９９０） （％ ）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５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丹麦 — — １９ ２４ ２７ ２６ ５ ２８ ３
瑞典 １１ １３ １７ ２１ ２６ ３１ ６ ３２ ６
挪威 ８ １０ １６ ２０ ２１ ２０ ８ ２６ ９
德国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６ ２６ ２５ ２ ２３ ５
法国 １３ １６ １７ １８ ２３ ２７ ０ ２８ ７
荷兰 １２ １７ ２２ ３０ ２８ ２９ ０ ２８ ８
意大利 １３ １６ １７ ２１ ２１ ２１ ６ ２３ ０
英国 １０ １２ １３ １６ １６ ２１ ０ １９ ８
美国 ７ ８ １０ １５ １３ １３ ０ １４ １
加拿大 ９ ９ １２ １５ １５ １６ ５ １８ ０

　 　 说明：社会福利费率是指用于社会福利费的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转引自考夫曼，２００４ ∶ ４０。

００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９． ５



这一阶段被认为是福利国家的“黄金年代”，其原因是当时的福利

安排与社会环境的契合度很高，这包括：政府拥有利用凯恩斯政策管理

国家经济的能力，充分就业、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之间实现了经济上的

良性循环；高生育率以及标准化的生命过程，使得一个社会的人口年龄

结构可以实现通过“劳龄人口”供养“老龄人口”；在此基础上福利进一

步减轻了社会不平等，促进了社会团结和稳定 （ 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６）。 简言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以劳动力“去商品化”为核心的

“福利国家模式”，同时满足了经济和社会两个维度的要求———在促进

经济发展的同时，亦将社会不平等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

三、福利国家的危机：劳动力去商品化手段的失效

“福利国家模式”取得成功的条件之一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

间能实现正面的相互作用（考夫曼，２００４）。 然而，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开始，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有的制度安排与外部环境之

间的良性互动面临危机。

（一）福利国家危机的时代背景：“三化”
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决定“福利国家

模式”建立并维持的根本性因素。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来，深刻影响

到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最显著的客观环境变化，无异于后工业化、全
球化、老龄化这“三化”，这三个变化都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市场经济

的重要转折点———后工业化意味着福利国家立国的工业化基础发生了

变化，老龄化意味着原有“代际契约”被打破，而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的范围完全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 具体而言包括如下三

个方面。
第一，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型，改变了原有福利模式的经济和

社会基础。 在工业化社会，ＧＤＰ 的构成主要以第二产业为主。 然而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福利国家的服务业占比已经普遍超过 ５０％ ，且逐年

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已上升到 ７０％ － ８０％ 之间。① 第三产业占比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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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



使得对于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和灵活性的要求也在提高，造成了劳动力

市场的彻底分化和隔离———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力就会长期处于低端

劳动力市场，更有可能从事非正式的、临时性的、报酬很低的工作。 与

此同时，失业将不再仅仅是因为经济周期而产生的暂时性的问题，更有

可能是因为技术淘汰而变成永久的失业者（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６）。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的转型过程必然

伴随着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长远趋势，这使得应对福利需求的资源更为

有限（Ｔａｙｌｏｒ⁃Ｇｏｏｂｙ，２００４）。 随着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阶层关系更

加复杂，新的阶层出现，阶层结构的变化也对原有的社会团结提出挑战

（Ｔａｙｌｏｒ⁃Ｇｏｏｂｙ，２００４；Ｇｉｌｂｅｒｔ，２００４；米什拉，２００７）。 有一种对福利国家

的悲观看法认为，中产阶层的壮大会使得已有的标准化的、低水平的福

利无法满足他们个性化的需要，福利国家的合法性早已达到了“饱和

状态”（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而将呈现下降的趋势（Ｅｒｖａｓｔｉ，２００１）。
第二，经济的全球化，尤其是资本和劳动力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

深，使得一国的经济日益超出任何“民族国家”的控制范围。 二战后的

福利国家形成之时，西方经济是相对封闭的，因此政府对于本国经济有

较强的控制能力（Ｔａｙｌｏｒ⁃Ｇｏｏｂｙ，２００４）。 而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这种

经济的封闭独立性被彻底打破，各国被席卷进全球化浪潮中（如图 ２
所示）。 从资本的角度看，资本更有可能流向税收和劳动力成本更低

的国家和地区，这给发达国家同时带来了税收减少和失业率上升的风

险；更进一步说，劳方基于市场的谈判能力减弱，收入不平等加剧，经济

增长已不再为大多数劳动者带来更多的工作和更高的薪酬，“利益均

沾”理论失效了（米什拉，２００７：３４）。 原有的“社会权”都以“民族国

家”为边界，建立在劳动力国际流动较弱的前提下，而人口的全球化流

动加速却打破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 因此，“民族国家的政策已无

法再成为调控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社会问

题主要还是要靠民族国家自己来解决，我们很可能将不得不长期与这

一冲突并存”（考夫曼，２００４：１６２）。 大规模的国外移民将越来越成为

福利国家面临的常态，这些移民既是输入国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同时也

使得福利国家体制在国民福利和移民福利之间难以取得平衡，破坏了

原有的社会团结（Ｍａｕ ＆ Ｂｕｒｋｈａｒｄｔ， ２００９）。
第三，老龄化使得原有的“代际契约”无法维持。 二战结束后，发

达国家普遍经历了十几年的生育高峰，接着却是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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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国际移徙人数是指在一国出生并在其他国家居住的人口数量，也包括难民。 用于
估计特定时间国际移徙者数量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人口普查信息。 估计值由外国出
生人口（在某国有居住权但出生于其他国家的人）的数据得出。 如果无法获得外国出生
人口的数据，则估计时采用外籍人口（属于居住地以外国家的公民）数据。 全球直接投
资是指投资者为获得在另一经济体中运作的企业的永久性管理权益（１０％以上表决权）
所做的投资的净流入。 它是股权资本、收益再投资、其他长期资本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表
中显示的短期资本之和。 此系列显示报告经济体来自外国投资者的净流入（新投资流
入减去撤资）。 数据按现价美元计（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图 ２　 １９７０ －２０１５ 年资本和人口的全球流动情况

龄化程度不断提高。 如前所述，传统“福利国家”模式的核心内容是建

立在税收和社会保险基础上的社会保障，它可以被理解为以“劳龄人

口”的收入支撑“老龄人口”福利的一种“代际契约”。 但是随着生育率

的持续下降，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老龄人口”的比例普

遍超过 ２０％ ，这使得原有的“代际契约”无论在资金上还是在服务上都

不可持续（考夫曼，２００４；迪安，２００９）。 具体而言，老龄化主要从两个

方面对既有的福利体系产生影响。 一方面，随着作为“消费者”的老年

人口的增加，一个社会的养老金、医疗服务支出、社会服务支出必然会

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作为“生产者”的劳龄人口的比例降低，因此用于

福利生产的资源也将受到很大限制。 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共同作

用，使得老龄化给福利国家带来巨大挑战（Ｔａｙｌｏｒ⁃Ｇｏｏｂｙ，２００４）。

（二）社会政策的需求变化：与劳动力去商品化的冲突

上述“三化”的社会环境反映到经济和社会维度对社会政策的需

求上，即不仅已有的风险增加，更带来了新的风险，因此使得需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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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
在社会维度上，社会风险增加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再分配资源才能

维持原有的社会平等水平，而阶层的复杂化意味着协调阶层关系的难

度大大增加。 后工业化和全球化都伴随着经济风险的提高，因此对风

险保障的要求更高，老龄化也带来更多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需求，这两

者意味着需要更多社会保障支出，才能维持过去的劳动力“去商品化”
程度。 此外，随着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原有的阶级 ／阶层关系被打破，威
胁到社会团结———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变，使得阶层关系不再主

要涉及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除了中产阶级群体成为主流外，还产生了

更多的阶层，例如自我雇佣者、灵活就业者、社会照顾者等；人口的全球

化流动，给原有的囿于民族国家界限之内的阶层关系增加了新的阶层

变量，福利权的“可得性”和“可携性”①就是伴随庞大的流动人口而产

生的新问题；此外，全球化还意味着需要将劳资关系的理解范畴从本国

扩大到全球范围，劳资关系时刻会受到全球生产链的影响，任何一个环

节变动（比如某个国家降低了社会保障水平）都会引起连锁反应，从而

使得民族国家难以应对；在老龄化社会，“代际契约”的打破也威胁到

原有的代际关系。 因此，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力、移民、老年人口是构

成脆弱群体的主要成员，社会排斥和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发生了改变。
总而言之，在新形势下，阶层关系在空间、时间、结构上都较之前有根本

性变化，已有的阶层团结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随着社会阶层的日益

多元化，其利益也必然是多元化的，已有的建立在同质性基础上、通过

“均等化”原则实现社会平等的路径受到挑战；相应的，单一的“收入再

分配”的实施效果越来越有限。 “社会平等” 的概念和目标都发生

了变化。
在经济维度方面，福利国家已有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良性互

动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发挥作用的基础上的，而凯恩斯主义发挥作用

的前提是，一国的政府可以有效控制该国经济。 但这在全球化的背景

下显然是不现实的。 任何一个经济体要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胜

出，就要降低税收和劳动力成本，并且提高劳动力的技术水平。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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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移民福利权的“可得性”是指移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流入国的公民享受同等的福利；
“可携性”是指移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将流出国的福利带到流入国（Ｈｏｌｚｍａｎｎ ＆ Ｋｏｅｔｔｌ，
２０１１）。



应对劳龄人口比例的下降和老龄人口比例的上升，需要控制老龄人口

的福利支出，并提高劳龄人口的数量（比如吸引国外移民）和劳动生产

率；应对后工业化和全球化竞争的挑战，则需要劳动力具备更高的技术

水平。 上述问题对于社会政策提出了新要求：一是要控制甚至降低社

会福利支出，二是要使社会政策更多地具备多样化的人力资本投资

功能。
综上所述，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阶

层基础都已不复存在。 原有的以劳动力“去商品化”为核心内容的社

会福利已经无法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平等，两者之间的张力暴露出

来———在新的形势下，由于风险和需求增加，通过劳动力的“去商品

化”实现社会平等，要求社会福利（尤其是现金福利）支出大量增加；而
全球化的经济竞争，却要求一个国家尽量减少劳动力成本，这又进一步

要求降低福利支出；更为严重的是，已有的福利模式本身有可能同时恶

化社会平等，阻碍经济发展。 以失业者为例，即便收入保障可以使福利

对象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但是长期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去商品化”本
身就是一种社会排斥，它将福利对象固定在边缘化的弱势位置，①进而

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对立。 与此同时，失业者的福利依赖必然会

增加财政负担。
从表现来看，一方面，福利国家普遍陷入了经济衰退、失业率增加、

福利预算持续攀升的多重困境。 如表 ２ 所示，１９７３ 年以来，西欧国家

的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黄金时期”；另一方面，其失业率却逐年升高；
再结合表 １ 可知，这一时期的社会福利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例也未得到有

效控制。 也就是说，过去建立在“凯恩斯 － 贝弗里奇”和“凯恩斯 － 俾

斯麦”基础上的福利国家模式失去了经济基础，其“合法性”自然面临

危机。
结合上文的分析，回应本文开篇提到的福利国家的危机是不是

“高福利之过”，实际上问题的根源在于劳动力“去商品化”手段与新的

经济社会环境的内在冲突，因此需要重新分析新形势下经济和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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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工业社会的失业问题与工业社会有所区别。 后者大多是由于经济周期性波动造成的，
因此是周期性失业，随着经济复苏，存在较大的再就业可能性；而后工业社会的特点是技

术日新月异，失业问题与技术淘汰密切相关，是结构性失业，因此再就业的可能性相对更

小，如果没有再就业培训，失业者更可能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或转而从事比原来的薪酬水

平更低的职业。



展的“共同利益”，从根本上重塑福利模式。 正如吉登斯（２０１０：２）所

言：“捍卫现存的社会模式可能在某些关键领域不利于社会公正，而从

表面看，给传统意义的社会公正带来挑战的改革，实际上则可能会更加

有效地促进社会公正的长远利益”（吉登斯等主编，２０１０：２）。

　 表 ２ 　 　 欧洲国家历年经济发展情况（１９５０ －１９９８） （％ ）

国家

人均 ＧＤＰ 年增长率 失业率

时间段 时间段

１９５０ － １９７３ １９７３ － １９９８ １９５０ － １９７３ １９７３ －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 －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８
英国 ２ ４４ １ ７９ ２ ８ ７ ０ ９ ７ ８ ０
法国 ４ ０５ １ ６１ ２ ５ ７ １０ １２ １
德国 ５ ０２ １ ６０ ２ ５ ４ １ ６ ２ ９
意大利 ４ ９５ ２ ０７ ５ ５ ７ ２ ９ ３ １１ ９
瑞典 ３ ０７ １ ３１ １ ８ ２ ３ ３ ４ ９ ２
西班牙 ５ ７９ １ ９７ ２ ９ ９ １ １９ ４ ２１ ８
西欧平均 ４ ０８ １ ７８ ２ ６ ６ ９ ２ １０ ７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千年史》（麦迪森，２００３：１２５、１８０）。

四、福利国家的转型：向劳动力再商品化方向的努力

综合新形势下上述经济和社会维度的要求及其与已有福利制度的

矛盾可知，原有的以劳动力“去商品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安排被认为

与后工业资本主义结构相左，因此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改

革普遍向劳动力的“再商品化”方向转变。

（一）改革内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投资型战略

面对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最优解决途经不再是社会保障，而是让

失业者具备重新就业的能力、回到劳动力市场，即实现劳动力的“再商

品化”。 传统的社会政策关注的是资源在横向（不同社会阶层）和纵向

（不同生命阶段）上的再分配；而应对新形势的社会政策，则更关心如

何帮助更多的人，使其通过有薪酬的工作自食其力，而不是由国家直接

提供福利（Ｔａｙｌｏｒ⁃Ｇｏｏｂｙ，２００４）。 换言之，后工业化时期的政策目标是

劳动力的“再商品化”，使人们尽量回到劳动力市场，因此就业培训和

服务的权重大大提高（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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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背景下，旨在使劳动力重新回到市场的“积极劳动力市场

政策”（ＡＬＭＰｓ）和“社会投资型战略”（ＳＩ）得到越来越多福利国家的认

可，并且先后成为欧盟国家社会政策整体转型的主要战略。 尽管这两

个战略有较大的重合，但是二者并不完全相同。
社会投资型战略的核心是将社会支出从被动的收入保护转向对当

前和未来劳动力的生产性投资上（Ｈｕｄｓｏｎ ＆ Ｋüｈｎｅｒ，２００９）。 过去的福

利国家模式旨在保护人们免于市场的伤害，而社会投资型国家的目标

则是提高人们在市场中的生存能力。 这导致社会政策的内容发生改

变，将重点转向服务，尤其是提升或恢复人的能力的服务 （ Ｓｉｐｉｌä，
２０１２）。 该战略源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北欧诸国的福利模式转型，该转型

经验被埃斯平－安德森积极推广（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６），而“投资型

国家”这个概念也因为吉登斯《第三条道路》（２０００）一书被大家知晓，
后来发展为欧盟的整体战略（ＥＣ，２０１３）。 在具体实施中，欧盟为其成

员国列出了五个具有社会投资意涵的社会政策领域，包括养老金和健

康服务、劳动力市场参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教育和培训以及贫困

和社会融合，并且列出了每个成员国需要重点干预的领域。 而且也正

是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这五大领域的指标被列入欧盟年度调查中（Ｋｖｉｓｔ，
２０１５）。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顾名思义就是采取积极的手段促进就业，与
其相对的是被动劳动力市场政策（ＰＬＭＰｓ），即人们离开劳动力市场之

后的一切收入保障（即劳动力的“去商品化”手段）。 波诺力（Ｂｏｎｏｌｉ，
２０１０）认为，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在更为强调

充分就业的北欧国家就已经出现，然而它真正被福利国家整体重视，则
是由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经济衰退。 在欧美国家互相学习和国际组织

大力倡导的过程中，９０ 年代中期即被大部分欧美国家所采纳（Ｂｒａｕｎ ＆
Ｇｉｌａｒｄｉ， ２００６；Ａｒｍｉｎｇｅｏｎ，２００７）。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类型非常多

样，各个国家的实施情况也各不相同，有学者尝试将其分类，以便于不

同国家、不同时期以及不同项目之间的比较。 波诺力（Ｂｏｎｏｌｉ，２０１０）建
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将其分为四类———激励强化 （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职 业 提 供 （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 就 业 扶 助 （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以及技能提升（ｕｐｓｋｉｌｌｉｎｇ）。 其中，技能提升具有较强的人

力资本投资功能，就业扶助和职业提供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较弱，而
激励强化则没有任何人力资本投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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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两者的介绍可以看出，尽管社会投资型战略和积极劳动力

市场政策的目标都指向劳动力的“再商品化”，前者注重的是使劳动力

具备“再商品化”的能力，而后者直接注重的是劳动力进入市场的结

果。 人们普遍认为，对于人力资本的社会投资是贯穿于个人生命历程

的服务，部分是周期很长的服务；而大部分积极劳动力市场项目或者服

务只针对劳动力面临的具体问题，因此相对而言是短期的。 这些差异

不仅反映在两者具体的实施内容上，更因理念的不同而导致效果的差

别，尤其是对于不平等的潜在影响有所不同。

（二）对劳动力再商品化的实践评价与理论争议

无论社会投资型战略还是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都有超过 ２０ 年的

发展历史，已有丰富的经验资料用于对这些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和理

论探讨。 由于社会投资本身是一种支出，所以已有的研究和评估主要

集中在社会福利支出结构上（Ｂｏｎｏｌｉ，２０１０； Ｓｉｐｉｌö，２０１２； Ａｈｎ ＆ Ｋｉｍ，
２０１５）。 这些研究呈现出，福利国家社会支出的重点从现金福利向社

会服务、从被动保障向主动投资的转向。
转向的根本原因是欧洲国家面临普遍严峻的失业问题，因此从整

体上看，福利国家向劳动力“再商品化”转向的趋势是一致的，很难划

分出不同体制（ｒｅｇｉｍｅ）（Ｂｏｎｏｌｉ，２０１０）。 但是比较不同国家的进程，还
是有些规律可循。 比如，每一轮改革都从某（几）个“先驱国家”开始，
再逐渐扩散到其他国家，而上一轮的先驱者往往成为后一轮的滞后者

（Ｂｏｎｏｌｉ，２０１０）；此外，由于原有被动保障支出的“挤出效应”，原有社会

保障基础越强的国家，转向积极政策的阻力就越大，俾斯麦社会保险模

式下的国家最为典型（Ｃｌａｓｅｎ，２０００）。 这可能都说明了原有制度惯性

对转型的阻碍作用。
尽管可以在改革进程上对福利国家的转型方向和速度做出大致的

判断，但是对于劳动力再商品化政策的具体评估却非常困难。 这是因

为，无论社会投资型战略还是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都包含了各种复杂

的政策手段。 相同的项目因其所处的环境不同、项目的具体设计不同

等，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而且，在对积极就业政策的评估方法论方面，
也存在着争议，这也凸显了该类政策的复杂性；与此相关的，究竟哪些

群体更适合积极就业政策，以及这类政策怎样才能缩小而不是扩大社

会不平等，都尚无定论（Ｃ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Ｃｒéｐｏｎ ＆ Ｂｅｒｇ，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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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力再商品化政策的争论和质疑更多的不是发生在经验研究

中，而是集中于理论层面。 对其最激烈的批评认为，这种导向过于强调

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从属作用，将经济增长的优先性置于社会发展

目标之上（Ｄｏｂｒｏｗｏｌｓｋｙ ＆ Ｌｉｓｔｅｒ， ２００８；Ｍｏｒｅ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此外，还有

批评认为，这类政策对于没有就业潜力的弱势群体来说尤其不利，有可

能加重就业者与非就业者之间的社会不平等（Ｃａｎｔｉｌｌｏｎ ＆ Ｖａｎ Ｌａｎｃｋｅｒ，
２０１３）；而迪敏（Ｄｅｅｍｉｎｇ，２０１６）则进一步指出，它其实是动摇了福利国

家的公民权与福利资格的基础。
如果进一步将社会投资型战略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区别来看，

后者受到的批评比前者更多。 如前所述，社会投资型战略注重的是能

力建设，它具备对相对弱势者赋权增能的功能，因此也包含对于社会平

等的追求。 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则直接指向提高就业率这一目标，
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有可能是颇为“自由主义”的。 学者们普遍将积

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分为两类，即提高人力资本能力类和激励人们重新

回到劳动力市场类。① 前者显然是社会投资型战略的内容，但后者并

不关注劳动者能力的提升，而更多采取降低失业者的收入保护等手段，
迫使劳动者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

然而从发展趋势上看，遗憾的是，福利国家的研究恰恰证实，以
“就业激励”为主要手段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正日益占据主流，２００８ 年的

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 而经济危机、缺乏主动人力资本投

资以及削减就业保护（即“就业激励”），整体上使失业者及其家庭更加

贫困（Ｂｅｎｇｔ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之所以在经济衰退期间反而会伴随劳

动力主动投资的减少发生，是因为经济衰退期间失业率上升，被动保障

支出增加，而用于福利支出的总额是固定的甚至是减少的，这样自然会

“自动挤出”用于主动投资的支出（Ｍａｎｏｗ ＆ Ｓｅｉｌｓ，２０００）。
综上，尽管对劳动力“再商品化”政策有诸多批评与质疑，但是这

一改革趋势已不可逆转。 从理论上讲，它符合新形势下经济维度与社

会维度的“共同利益”，尽管在实践中它还未能使任何一个福利国家走

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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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同学者对其具体称呼有别，比如“进取型” （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与“保守型” （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 （Ｔｏｆｉｎｇ，
１９９９），“积极型”（ｐｏｓｉｔｉｖｅ）与“消极型”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Ｔａｙｌｏｒ⁃Ｇｏｏｂｙ，２００４），以及“普惠主义

激发型”（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与“自由主义激发型”（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Ｂａｒｂｉｅｒ，２００４）。



五、总结与讨论

回应本文引言部分的问题，综合上文分析可知，福利国家的危机并

非福利水平过高，而是以劳动力“去商品化”为核心内容的“福利国家

模式”既不能促进经济发展，也不能缩减社会不平等。 根据上文的分

析还可以知道，综合新形势下经济和社会维度的“共同利益”，福利国

家社会政策的发展方向已经转变为劳动力的“再商品化”。 从劳动力

“商品化”到“去商品化”和“再商品化”，三者各自的特征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劳动力“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特征

商品化 去商品化
再商品化

主动投资 被动激励

形成机制 自由市场经济 社会保障 能力建设 就业支持

实施原则 市场初次分配 收入再分配 机会和能力再分配 市场初次分配

实施对象 劳动力 全体公民 （潜在）劳动力 （潜在）劳动力

实施目标 经济繁荣 社会平等 平等与繁荣 经济繁荣

如上文所述，劳动力“再商品化”的途径可以分为“进取型”与“保
守型”、“积极型”与“消极型”，或是“普惠主义激发型”与“自由主义激

发型”，这些二分法基本隐含了“主动投资”和“被动激励”这两种截然

不同的类型，因此在表 ３ 中，笔者将劳动力的“再商品化”途径进行了

这两种类型区分。
在当前“三化”的背景下，并非简单否定劳动力“去商品化”，而是

更强调劳动力“去商品化”和“再商品化”的结合———首先，通过劳动力

“再商品化”使劳动力尽可能留在市场，提高其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

力；其次，对于不具备就业潜力的群体，以及暂时性离开劳动力市场的

劳动力，通过“去商品化”维持其有尊严的生活———以此实现繁荣与平

等的共存。

（一）理解劳动力“再商品化”的政策实践

从“去商品化”到“再商品化”，似乎回到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原

点，但是不同于前者，后者兼具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双重功能，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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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没有改变通过干预市场经济实现社会平等的内涵，只不过这种干

预从被动消极转变为主动积极。 结合表 ３ 的内容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

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劳动力“再商品化”并没有舍弃社会政策追求社会平等的根

本价值取向。 尽管福利国家受到日益加深的后工业化、全球化和老龄

化的影响，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
无论劳动力的“去商品化”还是“再商品化”，实际上都是对劳动力“商
品化”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的纠正。 传统的从“商品化”到“去商品化”，
是在市场之外做“事后补救”；而“再商品化”则可以被认为是新一轮过

程的“事前预防”，也就是说在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之前，事先让其具

备在市场上独立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其积极主动的价值即在于此。 如

表 ３ 所示，“再商品化”中的“主动投资”遵循的是赋权增能的发展主义

原则，它是以就业支持和能力建设为前提的，因此从根本上区别于任劳

动力在市场上自生自灭的“商品化”；其重点支持对象是就业有困难的

劳动力。 从这一点看，它仍是一种再分配机制———虽然不是“收入再

分配”，但可以理解为“发展机会和能力的再分配”。
劳动力“再商品化”逻辑实际上隐含着经济与社会二者关系的深

刻变化。 传统的劳动力“去商品化”逻辑的假设是市场与社会的二元

对立，无论是波兰尼的“社会对市场的反向运动”，还是马歇尔的“社会

权是对民权的补充”，事实上都是建立在这种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而
这又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福利国家模式”的理论基础。 事实上，劳
动力“再商品化”政策的双重属性，反映的是新形势下经济政策与社会

政策相融合的要求———以市场作为工具，在收入的初次分配领域，同时

应对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要求。
第二，必须通过劳动力“再商品化”解决“去商品化”需求增加的问

题。 与劳动力“去商品化”作用于全体公民不同的是，劳动力的“再商

品化”必须借助市场实现政策目标，也就是说它只能帮助有（潜在）能
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 它不能回应所有的社会政策需求，所以劳动

力的“去商品化”政策仍是不可缺少的。 而且如上文所述，老龄化意味

着数量庞大的老年人的生活必须依赖收入再分配，而后工业化和全球

化都使得社会风险大量增加，这两者都意味着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支出

的增长，而这些福利支出不可能通过降低福利水平得到有效控制。 因

此只能依靠劳动力的“再商品化”，一方面增加用于福利支出的资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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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另一方面减少失业者的福利依赖。 因而在新形势下，劳动力的“再
商品化”实际上是“去商品化”的资源基础。

（二）对劳动力“再商品化”的反思：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的威胁

在 ２０ 世纪末 ２１ 世纪初，一些学者和决策者对社会投资型战略和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表现出乐观态度，而且从逻辑上看，其理念似乎也

适合新形势下两个维度的要求。 但是，这些改革举措在 ２１ 世纪以来的

实践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２００８ 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的 １０ 年中，从“占
领华尔街”运动、希腊债务危机，到近几年美国特朗普执政、英国退出

欧盟、福利国家中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势力的上升等，无不显示了社

会的进一步分裂以及福利国家在困境中越陷越深。 沿着本文的思路加

以反思，这一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根源于劳动力“再商品化”兼具的内生

缺陷与外在压力。
从内生缺陷看，“再商品化”毕竟比“去商品化”更接近“商品化”，

因此它也隐含着更多的自由主义风险。 从表 ３ 可见，劳动力“再商品

化”手段中包含了自由主义取向的“被动激励”，即通过降低失业劳动

力的保障水平，迫使其回到劳动力市场。 因此如果将劳动力“再商品

化”当作福利国家改革的核心目标，那么在实现手段的选择上，侧重

“主动投资”还是“被动激励”，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不平等结果。 而

“被动激励”类措施越来越占据主流，因此福利国家改革也在逐渐滑向

自由主义。
从外在压力看，全球化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对各个国家风险的简单

叠加，实际上它的裹挟之势有可能对现有的社会关系和阶层结构产生

颠覆性影响。 然而面对全球化的裹挟，目前并没有形成全球性的社会

政策方案———或者更具体来说，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国家妥协和阶层妥

协方案。 回到波兰尼的社会“反向运动”，正如布洛维（Ｂｕｒａｗｏｙ，２００７）
所指出的，目前我们正处于全球化带来的市场扩张中，必定会由此引发

全球性的反向运动。 这是波兰尼未曾预料到的一次“反向运动”，目前

面对自然、货币、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商品化过程，缺乏可以

建立妥协的任何基础。 米什拉（２００３）曾经寄望于国际组织的调和，然
而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却是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普遍下降，并没有出现替

代性的、跨国的协调机制。 也就是说，全球范围内的阶层或阶级妥协并

没有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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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球趋势不甚乐观，但是从提高一个国家竞争力、追求繁荣与

平等的角度出发，至少可以在政策制定和落实层面，即治理能力和治理

意愿上有所作为（吉登斯等主编，２０１０）。 既然劳动力“再商品化”的趋

势不可逆转，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在尽可能完善社会保障的同时增加

积极福利的支出，尽可能在劳动力市场政策中趋利避害，尽可能增加劳

动力“再商品化”过程中对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能力和

机会再分配”的水平。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对“发展”和
“民生”赋予同等权重；“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必须将“促进就业”和

“改善民生”结合起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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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ｌｂｅｒｔ， Ｎ． ＆ Ｐａｕｌ Ｔｅｒｒｅｌｌ ２００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６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
Ｈｏｌｚｍａｎｎ， Ｒ． ＆ Ｊ． Ｋｏｅｔｔｌ ２０１１，“Ｐｏｒ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ａ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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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ｓｓｕｅｓ． ” ＩＺ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５７１５．
Ｈｕｄｓｏｎ， Ｊ． ＆ Ｓ． Ｋüｈｎｅｒ ２００９，“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２３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１） ．
Ｋｖｉｓｔ， Ｊ． ２０１５， “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ｆ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３（１）．

Ｍａｎｏｗ， Ｐ． ＆ Ｅ． Ｓｅｉｌｓ ２０００，“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Ｂａｄｌｙ． ” Ｉｎ Ｆ． Ｗ． Ｓｃｈａｒｐｆ ＆ Ｖ． Ａ． Ｓｃｈｍｉｄ （ ｅｄｓ． ），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Ｔ． Ｈ． １９５０，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ｕ， Ｓ． ＆ Ｃ． Ｂｕｒｋｈａｒｄｔ ２００９，“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３） ．
Ｍｉｌｌｅｒ， Ｓ． １９９９，“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Ｉｎ Ｊ． Ｂａｌｄｏｃｋ， Ｎ． Ｍａｎｎｉｎｇ， Ｓ．

Ｍｉｌｌｅｒ ＆ Ｓ． Ｖｉｃｋｅｒｓｔａｆｆ （ｅｄ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ｏｒｅｌ， Ｎ． ， Ｂ． Ｐａｌｉｅｒ ＆ Ｊ． Ｐａｌｍｅ （ｅｄｓ． ） ２０１２，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ｄｅａ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Ｂｒｉｓｔｏ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ｉｐｉｌä， Ｊ． ２０１２， “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Ａ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ｏｒ Ｍｅｒｅｌｙ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Ｇ． Ｂ． Ｃｏｈｅｎ， Ｂ． Ｗ． Ａｎｓｅｌ， Ｒ． Ｈ． Ｃｏｘ ＆ Ｊ． Ｇｉｎｇｒｉｃｈ （ｅｄ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ｅｒｇｈａｈｎ Ｂｏｏｋ．

Ｓｔｒｅｅｃｋ， Ｗ． ２００１， “Ｈｉｇｈ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ｏｗ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Ｒｅｇｉｍｅ．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４（３） ．

Ｔａｙｌｏｒ⁃Ｇｏｏｂｙ， Ｐｅｔｅｒ ２００４， Ｎｅｗ Ｒｉｓｋｓ， Ｎｅｗ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Ｔｏｒｆｉｎｇ， Ｊ． １９９９，“Ｗｏｒｋｆ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９（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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